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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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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系列举措,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话语建构创造了条件。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为核心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

讨论,反映了在理论层面学术“中国化”的深度探索和在学术层面深耕细作的研究特征,呈现出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新面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有机结合,大大促进了马

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在各个方面的广泛普及。在学习苏联史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中国史家

切实感受到掌握史学自主话语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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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7月1日和1951年7月28日,在新中

国成立前后百业待兴之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居主导地位的全国性历史学组织———中国新史

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先后成立①。新史学

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史

学话语发生转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此在形式

上确立其主导地位。本文拟对居主导地位的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至1956年

间的史学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作初步探讨,藉此明晰

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

构的整体情况,希望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

义史学发展的认识。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环境

  在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后差不多两年零一

个月的时候,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以《中国历史

学上的新纪元》为题在成立大会上致辞,指出近两年

“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

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在研究内容上的转变,

主要是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贵古贱今转向

注重近代史研究、从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研究各少

数民族历史、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研究亚洲历

史及其他地区历史等六个方面②。如果站在今天的

角度回看郭沫若当年所标示的转变方向,的确是颇

有远见的。新中国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

代史研究、中国民族史研究、世界史研究,无一不成

为七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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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与学术发展趋向的变化不仅有增无减,而

且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不可或缺

的“支撑”部分。然而,郭沫若所说的转向尚为马克

思主义史学在当时和未来的努力方向或发展规划,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工作需从头做起。怎样转

向? 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转向? 这些都还是未知

数。正如范文澜在郭沫若致辞后的发言所讲:“郭老

所指出的六点转向,个人觉得,主要是要我们大家向

那些个方向去转。所以重点在‘转向’两字。到底我

们转向了多少呢? 是大部分转过去了呢? 还是才转

了一部分呢? 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①几年后郭沫

若在写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生的一封信中也认

为:“当时为了鼓励大家,所说的多少是出于自己的

期待。照今天的情况看来,史学界的转向速度并不

那么快。”②尽管具备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史学

转向尚需要一个过程。

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后,相继举办了一些学术活

动。1949年10月11日新史学研究会与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法

大学等六所大学举办联席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

史系主任侯外庐主持,会议强调“运用历史唯物论的

观点和方法批判旧的历史,并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

作风,以便充实新史学的建设工作”③。1950年9月

24日徐特立在新史学研究会作题为《历史学在社会

科学中的地位》的学术报告④。同年10月15日新

史学研究会与《新建设》杂志社举办“纪念太平天国

起义一百周年”座谈会,八十余名学者参会,范文澜

主持座谈会,徐特立、冯友兰、宋云彬、叶蠖生、向达、

王重民等人在会上发言,牟安世、田余庆、杨人楩、荣

孟源、吴廷璆等十八位学者提供了 书 面 发 言⑤。

1951年2月8日新史学研究会举办北京史学界春

节茶话会,“到会者百余人左右,济济一堂。范老致

开会辞后,由林伯渠、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四老致

辞,郑西谛报告筹备经过,其后讨论小组划分及筹备

史学研究所问题”⑥。会上,“援师(陈垣———引者

注)提出中国科学院何以无历史研究所,而只有考

古、近代二研究所。范文澜解释言本欲设历史研究

所,因本人不敢当此任,故只设近代史研究所。郑振

铎又解释谓考古研究所即包含历史一门,故考古所

已负担此责任。援师言如此史学为附庸”。“郭老希

望陈 先 生 能 为 一 计 划,科 学 院 当 谋 设 历 史 研 究

所”⑦。7月15日新史学研究会请叶恭绰讲演《辛亥

革命的前后》等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纂工

作也是以新史学研究会的名义启动的,《新建设》杂

志的“学术简讯”栏目称:“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最近成

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由徐特立、

范文澜主持。”⑨其最早出版的《义和团》(1951年)

专题资料集,封面上即标明“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主

编”。这些活动研讨了包括如何使用唯物史观研

究历史、加强近代史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在

京史学界其他史家的联系与合作、规划新史学研究

会工作安排、健全中国史各时段研究机构等预定的

议题或时人关心的话题。

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居于主导地

位,但是要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主流史学、真正掌握史

学话语权,非一蹴而就。1949年11月赵俪生发文

指出:“必须注意怯(祛)除新旧两派史学家之各不相

同的孤高傲慢和互不合作的习气,同时也必须改变

学院派史学家专求‘仄而深’的作风和某些进步派史

学家们的冒险主义的草率作风。”新中国成立之

初,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从业者中,马克思主义史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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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史学会已有的成绩与今后的努力》,《大公报》1951年9
月28日。
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人民日报》1958年6月11日。
段泽民:《开展新史学研究工作,首都两史学团体昨开会》,《人
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
徐特立:《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一九五○年九月二

十四日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的讲话》,《新建设》第3卷第2
期,1950年11月。
参见《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新建设》第3卷第2期,

1950年11月。
《夏鼐日记》卷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364
页。
柴念东整理:《柴德赓日记(一)》(未刊稿),第210页。《夏鼐日

记》载:“散会后,郭沫若院长曾有设立历史所之意,以考古所历

史组为基础,建议由吴春晗同志主持其事,向觉明同志表示同

意吴春晗为所长,但是后来此事又作罢论。”(《夏鼐日记》卷四,
第364页)邓之诚在日记中也提到:“陈垣主张科学院应设史学

研究所。”(邓之诚遗作:《五石斋文史札记》三十一,邓瑞整理,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2期)
柴念东整理:《柴德赓日记(一)》(未刊稿),第430~435页。
《新史学研究会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新建设》第3卷第

5期,1951年2月。
该书重版后改为“中国史学会主编”。
赵俪生:《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新建设》第1卷第6期,

1949年11月。



少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曾经的官方学

术研究机构虽被停办,但是有着众多历史教学研究

者的高校不可能被取消,贯彻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

史教学体系远未成型,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

主义史家之间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人际交往上都

有着微妙复杂的紧张关系。如1952年全国高校院

系调整后,翦伯赞出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他

表示:“历史系的主要困难,就在于怎样去掉资产阶

级的一套,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而这对于

我们是没有经验可以参考的。”他指出当时面临的主

要问题:“自高自大、抱残守缺、顽固、宗派主义的残

余,都是历史系中的教授的最突出的特点。这些特

点,在现在不是以公开的而是以暗藏的、隐秘的方式

继续被保留着。很小心地、很慎重地去和这些东西

作适当的斗争,是搞好历史系最基础的任务”①。一

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家面对新的学术态势则表现

各异②。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之时,“总会

会员已有二百八十九人,各地方会和分会筹备会已

有十五个,全国各地会员已有六百零六人”③,中国

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和候补理事五十一人,与

新史学研究会相比,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人数比例

明显增多,如新史学研究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郭沫若、

吴玉章、范文澜等十一人,悉数为马克思主义史家,

而中国史学会除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吴玉章和范文

澜外,七名常务理事中的陈垣、邵循正、白寿彝等此

前都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史

家团结其他进步史家的意图。到了1953年,“全国

有名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大学的历史教师,一部分的

中小学历史教师,几乎都加入了”中国史学会④。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学者呼吁成立全国性的

历史研究机构,“有科学院的设置,很希望这一机构

中会有一个历史研究的部门,切实负责去团结新旧

各派的史学人才,加强领导,融合作风,交流经验,以

达成改造旧历史、创造新时代的新通史、新断代史和

新专史的重大任务”⑤。在新史学研究会成立之后

和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前的1950年5月1日,中国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成立,范文澜为所长;同年8

月1日,中 国 科 学 院 第 二 个 历 史 方 面 的 研 究 机

构———考古研究所成立,郑振铎为所长、梁思永和夏

鼐为副所长⑥。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是势所必

然。近代史所成员主要以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

研究室、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又有范文

澜作为领军人物,利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延续延安马

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和学术文脉,且新中国成立后即

把近代史研究作为历史学重要转向之一。徐特立在

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前1949年10月就曾讲道:“研究

历史如果企图解决目前革命的具体问题首先应从研

究近代史入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宗旨是要

“解决目前革命的具体问题”⑦。实际上,近代史研

究所虽有近代史之名,却并非全然局限于近代史的

研究,修订乃至重写《中国通史简编》一直是近代史

研究所最主要的研究工作之一。至于考古研究所的

成立,与已经停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留置的一批专业考古学者有

很大关系,“两院毕竟有20年的积累,新的科学院应

在此两院基础上加以整理改组”,“两所中的考古部

门,可以合并,由郭沫若主持之,地点集中在北平,名

称可以叫做考古学研究所”⑧。1950年10月初,夏

鼐、郭宝钧即率考古队赴平原省辉县(后隶属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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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考古发掘成果,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古史分期问题获取

充分证据,或也是一个潜在原因。



省)发掘战国墓和汉墓。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说,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

所这两个研究实体的成立,显然比中国史学会的成

立意义更大。正如向达所说:“这两个研究所的成

立,说明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工作即将走上一个新的

方向:考古研究从附庸的地位独立成所,使将来的古

代史研究可以更稳固地建立在物质文化史的基础

上。而近代史研究所的成立,使历史科学工作回到

现实的生活中来,这是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所

办不到的。”①正因这两个研究所在史学界中有着极

重的分量,陈垣等人才吁请应再成立古代史研究所。

加之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和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第一、第二、第三所成立后,国内历史学研

究和教学的新教研格局基本形成,绝大部分历史学

者都有了各自的组织或单位之归属。相形之下,中

国史学会这样的学会团体的作用就变得不那么明显

了。中国史学会成立后,其发起组织的学术活动寥

寥无几,甚至远不及此前的新史学研究会时期,唯一

以中国史学会名义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也

主要是依托近代史研究所进行编纂整理②。向达曾

批评说:“中国史学会对于团结历史科学工作者一点

曾起了相当的作用,而自一九五二年以后,就此销声

匿迹,默默无闻。所以这几年来的历史科学工作是

在无组织无领导或者名有而实无中过日子的。”③中

国史学会确实“默默无闻”,但历史学工作者却未必

“是在无组织无领导或者名有而实无中过日子的”。

实际上,自上而下有组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是

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头等要事④。毛泽东在1950

年曾说:“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⑤建构马

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前提就是“从唯心史观转

向唯物史观”,要使全国史学工作者了解、学习并接

受唯物史观,需要从宣传、教育乃至“思想改造”等各

个途径做出部署。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被任命为高

校或历史学教学研究单位负责人,除范文澜任近代

史研究所所长外,另如1949年4月侯外庐被任命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次年3月出任西北大学

校长;1949年10月郭沫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

长,1954年兼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1950年2

月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1950年4月

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1年8月吕振

羽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2年10月

翦伯赞任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走

上教研领导岗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都在不遗余力地

号召大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历史学研究与教

学。1953年刘大年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

在苏联科学院所作的学术报告中总结当时中国史学

界的情况称:“多数史学工作者同其他岗位上的知识

分子一起,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学习,对历史

和历史工作的观点、态度等有了改变。”⑥两年后吕

振羽在莱比锡国际会议上介绍中国史学界的情况时

也作如是说:“解放后,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

造的学习,他们一般都抱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要求,大都开始在力图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

进行科学研究。”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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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方回(向达):《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光明

日报》1953年10月3日。
中国史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于1980年4月在北京召开,此时距

首届大会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的时间。
方回(向达):《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光明日

报》1953年10月3日。与中国史学会“销声匿迹”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地方史学分会的活动非常频繁,如1949年12月11日中国

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成立后的两年中,组织各项活动达十五六

次;1952年1月28日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成立后,每年平均也有

七八次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爱国主

义与历史教育问题、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年、与苏联史学家座

谈等(参见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附录“上海市

历史学会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如1949年10月11日金毓黻在北京大学听艾思奇宣讲《辩证唯

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950年1月4日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

教程》后在日记中写到“《联共党史》为新历史典型之作,亦现代

之新经典也”(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九册,辽沈书社1993
年版,第6891、6911页)。1952年1月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写

道:“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近年虽曾致力,但运用时未知

得当与否,自需努力学习,以期无误。”(《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

《虬江市隐杂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57页)顾颉刚因其所

在的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活动过多而抱怨:“大家以奉令前

往”,“此等会有何价值乎? 徒靡费时间而”(《顾颉刚日记》卷
六,1950年4月23日,第626页)。虽然不同史家对学习活动

的态度不一,却说明当时组织学习活动的频繁程度。
毛泽东:《致陈寄生》,1950年8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科学通报》1953年第7期。该

文以俄文首发于苏联《历史问题》1953年第5期,同年在日本

《历史の诸问题》第5期转载。
吕振羽:《六年来的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载《吕振羽全集》第8
卷,第415页。该文系吕振羽1955年10月5日在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莱比锡举办的“东方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1953年4月23日刘大年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介绍中国史学发展状况时特别指出:“许多人由

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事物,改变为学习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承认有阶级

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

的主人;由原来的把历史研究当做‘名山事业’,转变

为承认研究历史必须为人民服务;由旧有的‘贵古贱

今’的态度,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由过去的所

谓欧美中心主义等错误观念,转变为尊重自己民族

的历史。”①这番介绍与两年前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

上郭沫若致辞中所说的历史学转向基本相同,大体

勾勒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

的几个方面。刘大年的这个报告是代表中国史学界

向苏联同行介绍中国史学现状而作,代表的是官方

意向,他所说的“今后的一定时期内做好一些最紧迫

的工作”同样是值得重视的:第一,真正学会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分析

中国历史中的具体问题;第二,着重进行中国近代史

的研究,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同时,对于近代世界

史、苏联史、亚洲史等,也应该有人去学习和研究;第

三,用适当的人力研究古代史,解决目前存在的问

题;第四,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需要有计划地去研

究少数民族的历史;第五,继续改进学校中和一般社

会教育中的历史教学工作②。以上几点更为明确地

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

规划的重点,其中,深入讨论运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

史相结合研究中出现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将马克

思主义全面贯彻到高校课程设置和各级历史教育

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与

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理论话语呈现

  近代中国史学尝试过使用多种外来和本土历史

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但没有一种史观比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得更长久、探讨得更深入、涉及

的历史问题更广泛多样,当然也没有一种史观所讨

论的历史问题与现实社会政治的联系比唯物史观更

为紧密。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在日本写就的《中

国古代社会研究》,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划分中国历史阶段,阐释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

开启了以古史分期为中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

史理论问题的讨论。随后在国内以《读书杂志》为平

台展开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吸引了众多不同政治

派别的人讨论中国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中国有无奴隶社会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何时

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问题等。众声

喧哗、辩斥攻讦的论战局面背后固然有着各种复杂

原因,其中,用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认识中国历史

过程中出现的理论与历史间的张力、矛盾与不适,是

基本的学理原因之一。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初示了唯

物史观史学话语基本样态,同时也展现出唯物史观

史学中存在着大量历史理论难题的特点。20世纪

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明确形成,战时

的现实局面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家必须以学术研究服

务于革命斗争,然而,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理论

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对这些问

题的分歧,虽因时代原因未形成十分明显的争论局

面,却也暗流涌动,观点不一。

新中国成立后,深入探讨并阐发这些历史理论

问题,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

之义,而且已经具备了继续研究的客观条件。此前

搁置或未曾展开的一系列问题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

史家的研究视野中。1949年10月3日,“北大史学

系邀请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杜守素四君开座谈

会,所谈问题为中国史封建社会何以如此之长”③。

次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

长期延续的原因》一文。文章认为,农业生产力缓慢

发展、工业生产力发展迟缓、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

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该文应

该是对北大史学系座谈会的一个回应,并开启了讨

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问题的序幕④。当然

最具影响力的讨论,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在1949年底召开的一次有丁瓒、王冶秋、裴文

中、徐炳昶、苏秉琦、郭宝钧等人参加的中国科学院

的座谈会上,曾经参与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郭

宝钧提到了殷代墓葬中发现的殉人情形,郭沫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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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科学通报》1953年第7期。
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科学通报》1953年第7期。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九册,第6879页。
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青年》第33、

34期,1950年2、3月。



时便认为是殷代奴隶社会的绝好证据,怂恿报告者

把它写出”①。1950年1月29日,郭沫若看到了郭

宝钧写给他的介绍发掘中所见殷代墓葬殉人情况的

信,信中郭宝钧一并提到,“此皆三千年前残暴社会

下之牺牲者(推想奴隶居多,近身者或亲信)”②。据

郭宝钧该信中提供的情况和推断,郭沫若2月27日

在为《十批判书》改版而写的《蜥蜴的残梦———<十批

判书>改版书后》一文中再次强调:“殷、周是奴隶社

会的说法,就我所已曾接触过的资料看,的确是铁案

难移”③。孰料该“改版书后”尚未发表,3月19日

《光明日报》发表了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

文。该文与此前给郭沫若的信的内容基本一致,却

删掉了“推想奴隶居多,近身者或亲信”这句十分关

键的话,并指出“此一段史实,对于古代史研究,究能

说明何事,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是否皆从事生产

之奴隶,作者未敢进一步推断”④。显然,郭宝钧此

文否定了之前给郭沫若信中的“推想”。两天后,郭

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

实>》一文,同样用郭宝钧信中的材料再次表示:“这

些毫无人身自由,甚至连保全首领的自由都没有的

殉葬者,除掉可能有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是一大群

奴隶”,“在我的理解中,殷周都是奴隶社会,而奴隶

社会的告终应该在春秋与战国之交”⑤。4月26日,

郭沫若的《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一

文也在《光明日报》发表⑥。

文章发表的同一天,郭沫若在北京大学作“中

国奴隶社会”演讲。他讲道:“中国有奴隶社会已

为一般学者所同意。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

时候终止? 却很不一致。有的朋友说夏殷是奴隶

社会,周代已是封建社会。有的朋友说夏的材料

不够,不知,而殷周是奴隶社会,秦汉以后才是封

建社会。也有的朋友更向下推,说汉代还是奴隶

社会,或更往下推,说南北朝隋唐都是奴隶社会,

直到赵宋才是封建社会。这许多说法,到现在还

没有共同的结论。”他再次列举郭宝钧的文章来证

实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认识:“现在更有了直接的材

料,就是郭宝钧先生在三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副刊

上所发表的‘记殷、周殉人的史实’一文,对于殷代

宫殿陵墓中殉葬的惊人史实,虽然出于记忆,庸或

有不正确的地方,但却是值得重视的一项史料。”

同时列举出土的周成王时代的矢令簋铭和康王时

代的大盂鼎,证明周代“也是奴隶社会”⑦。并且,

郭沫若又曾两次约郭宝钧面谈周代社会性质问题:

“关于在发掘中所看到的周代的殉葬情形,为了把它

弄得更明确起见,我最近和发掘者郭宝钧先生面谈

过两次。我请他扼要地写一点出来,他给了我这一

封信”⑧。此信公开发表于《光明日报》,郭宝钧介绍

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发掘的最新情况,不过对于

殉人身份问题未再发表明确看法⑨。

郭沫若相继发表了《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

的问题》《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关于奴隶与农奴

的纠葛》《墨家节葬不非殉》等多篇文章论证自己

的观点,其中最为系统的是写于1952年2月三

万余字的论文《奴隶制时代》,论证奴隶社会下限

在春秋战国之交,最终确定了其著名的“战国封建

说”。6月,郭沫若将该文和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

相关文章合编为《奴隶制时代》,由上海新文艺出

版社出版。

1950年3月21日郭沫若发表《读了<记殷周殉

人之史实>》阐发殷、周都是奴隶社会之后,先是杨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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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7
月5日。
参见郭沫若《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载《奴隶

制时代》,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69页。郭宝钧给郭

沫若的信被后者录于该文中,参见第67~69页。
郭沫若:《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载《奴隶制时

代》,第67页。
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19日。
郭沫若:《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

21日。
郭沫若:《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光明日报》

1950年4月26日。
郭沫若:《中国奴隶社会———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大学理学院

礼堂讲》,《光明日报》1950年6月29日。1952年2月郭沫若在

《奴隶制时代》“后记”中特别说明此次北大“中国奴隶社会”演
讲“应该作废”,“那篇演讲录里面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有的却

只是把秦代也划入了奴隶社会的不正确见解而已”(郭沫若:
《奴隶制时代》后记,第188页)。
郭沫若:《发掘中所见的周代殉葬情形》,载《奴隶制时代》,第

138页。
郭宝钧:《发掘中所见的周代殉葬情形(一封给郭沫若先生的

信)》,《光明日报》1951年9月1日。
郭沫若:《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7
月5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
年7月;《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新建设》第4卷第5期,

1951年8月;《墨家节葬不非殉》,《新建设》第4卷第6期,1951
年9月。



萱、陆懋德等人在《光明日报》撰文就此展开讨论①,

后又有嵇文甫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指出:“周代奴

隶制度的发达,有郭沫若先生从金文中找出的许多

例证”,但是,“中国的‘文明’是早熟的,它当氏族制

度尚有活力的时候,早就建立起‘国家’”②。持“西

周封建论”的范文澜、翦伯赞并未直接参与争论,但

是也没有保持沉默。1950年11月,翦伯赞在《学

习》杂志发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指出:“早在西

周时代,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诗三百篇,

便是中国初期封建社会的牧歌。”③1951年5月,范

文澜发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以商周墓葬

殉人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在生产工具是否具有确定

社会性质的决定性作用等方面,再次陈述其“从西周

起到秦统一定为初期的封建社会”的观点④。郭沫

若撰文回应道:“范文澜先生说西周是封建社会,近

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四卷二期)的检讨

中揭出了‘一点最简单的理由’。我想就那些‘理

由’,同范先生和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们来讨论一下”,

“据我所接触到的全部资料看来,我始终不能同意

‘西周是封建社会’”,“嵇先生的引证和论断,并不能

达到他所企图的对于农人是奴隶说的局部的否

定”⑤。1954年7月,范文澜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

编》撰写的“绪言”先期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第三所集刊》上,继续阐述其“初期封建社会———

自西周至秦统一”的见解⑥。

随着讨论的展开,不少新旧史家相继参与其中,

发表了自己对古史分期问题的看法,讨论热潮不断

高涨,至1956年形成了以“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

论”“魏晋封建论”为主的“三论五说”。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最具影响力的史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在古史

分期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与争论,让当时史学界,特别

是那些“旧史家”印象深刻,议论纷纷、反应不一。如

柴德赓在日记中写道:“郭沫若讲中国奴隶社会,至

六时始毕。郭强调中国奴隶社会自殷周至秦止,略

能自圆其说。然此事问题甚多,十年以内不易有结

论。”⑦陆懋德说:“这都是近来动人听闻的论述。”⑧

邓之诚与余逊谈及此事,称:“予问:谁有理? 曰:游

(言偃)、夏(卜商)不能赞一词。”⑨王毓铨、童书业、

杨向奎、杨宽、王仲荦等史家则加入到讨论中。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古史分

期问题被重新讨论的过程及其具体内容,不仅在新

的语境中例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特征,展

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生成的学术生态,而且为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提供了新的契机。古史分

期问题研究,既要有历史理论的学理加持,又要有宏

大叙事的考察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古史分

期问题研究,运用的是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考察

的是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最终

落实到以“五种形态”说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主

要分歧在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起讫时间,即“争

执的焦点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八世纪的西周社会是

封建制度还是奴隶制度”。持不同古史分期观的

学者寻找各种材料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反驳其他

观点,使这个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在理论阐释、整体

视角外同时生发出大量的具体研究。在该时期以郭

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和以范文澜为代表的

“西周封建论”的争论中可以看到,从商周人殉规模

估算到周代彝铭的解读、从商周殉葬变革到周代是

否已废除人殉制度,从对古典文献中“农夫”“农人”

“庶人”“众人”身份的理解到对这些概念是否可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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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萱:《关于“殷周殉人”的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4月26日;
陆懋德:《试答杨君绍萱的殷周殉人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5月

24日;杨绍萱:《读陆懋德先生“试答殷周殉人问题”论文之后》(该
文末附陆懋德答函),《光明日报》1950年6月21日。之后另有荣

孟源《周代殉葬问题》,《新建设》第4卷第6期,1951年9月。
嵇文甫:《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新建设》第4卷第1期,

1951年4月。
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学习》第3卷第4期,1950年

11月。1951年1月《新建设》第3卷第4期摘转该文。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
年5月。
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
年7月。郭沫若与范文澜在古史分期观点上的对峙与争论情

况,参见李孝迁《范文澜与郭沫若的隐秘论辩———以西周社会

性质为中心》,《文史哲》2023年第1期;王慧颖《20世纪50年代

的凉山彝族社会调查与古史分期争论》,《史学理论研究》2023
年第1期。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

编绪言》,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1954
年7月。该文即为一年后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1编第3版)的“绪言”。
柴念东整理:《柴德赓日记(一)》(未刊稿),第130页。
陆懋德:《试答杨君绍萱的殷周殉人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5
月24日。
邓之诚遗作:《五石斋文史札记》三十二,邓瑞整理,《中国典籍

与文化》2009年第3期。
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科学通报》1953年第7期。



为“奴隶”的辨析,从土地制度与生产工具的关系到

生产工具是否具有决定意义,从社会形态理论的普

遍性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从中国西周即进

入封建社会到所谓“提前进入”的“自豪”感的意义,

从重视古文字、古典文献、考古资料到关注现实中少

数民族情况调查报告,如此多层面、多维度的中观或

微观的问题意识与研究专题,使古史分期成为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理

论问题。这一问题本身在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讨

的同时,还带动了其他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热潮。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侯外庐的《中国

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胡绳的《中国近代

历史的分期问题》二文,分别引发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问题和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该刊同年第3期发

表的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

因》则引发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1955年1月9

日《人民日报》发表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

历史意义》,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

潮。一直备受重视的农民战争问题也逐渐升温①。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不时被提及。其中,封建土地所

有制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可以视作古史分

期问题的延伸,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更具有认识中

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学术价值;通过研究和讨论所

获得的研究成果,则为后来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社

会经济史的实证性和贯通性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提示了在历史研究中“学习马

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②的极为重

要的方法论意义。在今天看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

着浓重的时代印记,但确实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层面学术“中国化”的深度

探索,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层面深耕细作

的研究特征;在讨论这些历史理论问题过程中所呈现

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特征,亦显现出居主导地位

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新面貌。

三、历史教学与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普及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版

图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的状况不同,在高校和其他

各级学校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解放前中国的大学实质上不过是英美大学的分校,

大学的研究工作也只是受英美大学的委托为其分

劳,或者为其供给资料而已。因此我们的学术不可

避免地沦于附庸,脱离实际,有枝枝节节的建设,而

无完整独立的体系。历史学也是如此”③。一些“红

色史家”在特定时间地点也开设过相关课程,但是大

多很快被禁止或取缔,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高校的史

学话语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基本处于缺位状态。新中

国成立后,许多高校着手整合课程设置,非常重视宣

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方面的课程。范文澜在

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发言中就提到:“我们的研究

和教学联系起来了。现在我们努力想订出比较一致

的教学提纲。”“大学历史系规定中国通史、西洋通

史、中国近代史、马列主义历史名著选读为必修;中

国境内少数民族史和亚洲史也列入课程作为选修。

这算是初步纠正了过去大学里历史教育的自由散漫

的现象。”④开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专业

课,编写符合新的历史解释要求的历史教材,开展马

克思主义历史教育,成为历史教学方面的首要任务。

侯外庐就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后,“一九

四九年秋天,他在参观人民革命大学的过程中,受到

那里的‘政治学习小组’的启发,便酝酿着在历史系

成立‘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计划。他打算成立这个

教学小组的目的,是想通过教学小组集体备课的方

式,促进教师之间的互相帮助,进一步搞好教学改

革”⑤。此前高校中设置中国通史课程的就很少,即

使开设了,也是“教到哪里算哪里,教到了秦汉就结

束了的有,教到了南北朝结束了的有。即使勉勉强

强地教到清末,也往往是到后来跑跑野马,并不是事

先就有计划”⑥,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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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高潮是在1958年以后,史学研究提倡“厚今

薄古”使农民战争史研究和讨论达到高潮。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

座”第一讲》,《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方回(向达):《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光明

日报》1953年10月3日。
范文澜:《史学会已有的成绩与今后的努力》,《大公报》1951年9
月28日。
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史研究》

1982年第3期。
白寿彝:《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光明日

报》1950年6月7日。



课程则完全处于空白状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筹

备中国通史课程的计划是:“(一)按照各个课程发展

的不同情况,分别修订、编写不同性质的教材,一般

地完成教学大纲目录和讲稿,少数的编出教学大纲

和参考资料。(二)提高现有教师在马列主义理论

上、教育科学上、专门业务上的水平,培养助教使其

在学习和工作中,逐渐向独立开课的方向发展”①。

中小学历史教学也存在同样问题:“观点错误或

不明确。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保留相当程度

的唯心论观点”;“教学目的不明确。教一课历史,究

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极不明确。由于历史参考材料

比较容易找到,如‘中国通史简编’、‘简明中国通

史’、‘中国近百年史话’、‘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因而

把参考书上与课文上多少有些关系的材料尽量记录

下来,不知取舍;不管问题大小,无分主要次要,都

‘甲乙丙丁’的排列起来。缺乏分析综合,没有历史

现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因而形成材料的堆积”②。

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负责中学历史教材的

张仲实提及当时历史教材面临的实际问题:“初中本

国史古代部分(鸦片战争前),这里为了应急起见,曾

决定暂时采用叶蠖生所编的《中国历史课本》,高中

的本国史课本,曾决定暂时采用吕振羽的《简明中国

通史》及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册。但是

这些书内容都有点深,而且体裁也不适合于课堂教

学之用。因此,这些课本还要编写的。”③中小学历

史教学因教师和受教者人数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更多,也更急迫。尽管承担全国中小学历史教材编

写工作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已于1950年12月成立,

但是因诸多争议问题(如古史分期问题)没有明确结

论、编写人员匮乏等主客观情况,实际编写工作进展

非常缓慢。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河南创刊了最早的历史类

专业杂志即《历史教学》(1951年元旦创刊)和《新史

学通讯》(1951年1月30日创刊),《光明日报》1951

年2月17日创办增刊《历史教学》。这两份杂志和

报纸增刊的创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应对历史

教学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历史教学》“要研究如何

讲授历史课程”,是“所有历史教师和一般学习历史

的人们共同的刊物”④,该刊“主要服务于中学教师

和广大干部,兼顾大学学生,每期发表少量水准较高

的学术论文,因此编辑方针是兼顾普及与提高”⑤。

《新史学通讯》在《发刊词》中称:“把我们的研究工作

与当前大中学的历史教学工作联系起来,一方面克

服教学中的困难,另一方面即以此为基础,提高新史

学的研究水平”,并规定刊物的内容是根据“研究工

作与教学工作相结合的方针”而设置的⑥。一年后,

该刊明确将办刊宗旨确定为“为人民服务,为各级历

史教学服务,特别是为中小学教师服务”⑦。两刊都

设有“教学问题”“教学参考”“问题解答”等栏目,受

到读者,特别是大中小学历史教师的欢迎。刊物编

者在明确其办刊宗旨是探讨各级学校的历史教学问

题并有针对性地组稿刊发后,刊物的发行量随之大

增,一改创刊时经费不足的状况⑧。《光明日报》的

增刊《历史教学》第一号特别说明该刊“欢迎关于历

史理论、教育理论、历史教学理论、历史问题和历史

教材的讨论,历史教学经验的报道”⑨。在新中国成

立的最初几年,历史学研究类成果主要发表在《新建

设》《学习》和《光明日报》上,仅有的几份专属历史学

领域的如《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等杂志,却以历

史教学为主要内容,说明史学转向过程中历史教学

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远多于历史研究领域,这些报

刊的创办发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与教学

的互通途径,普及了新的史学话语,解答了各级历史

教学中所遇到的大量问题。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国各综合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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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研究室一九五三年度工作

计划》,北京师范大学档案室·教务处,档案号:1954-28。
王岑:《过去历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偏向》,《光明日报》1950年6
月19日。
《张仲实来函》,载《刘大年全集》十一《书信》(下),湖北人民出

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编者的话》,《历史教学》1951年第1期。
杨生茂:《<历史教学>创刊第一年》,《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
《发刊词》,《新史学通讯》(创刊号),1951年1月。
《我们的编辑方针与计划》,《新史学通讯》1952年第7期。
《历史教学》1951年发行量为2000份,到1952年增加到10000
份,“获得这样迅速的发展,在过去是根本不可想像的”,它“已
由一个地方性的刊物逐渐成长为全国广大文教界特别是历史

教育工作者的读物”(《历史教学月刊社声明》,《历史教学》1952
年第7期)。《新史学通讯》“发行量由几百几千迅速上升至

15000份,最高发行量达到30000份以上,解决了中小学教师和

史学工作者的‘燃眉之急’”(朱绍侯:《回忆<新史学通讯>》,《史
学月刊》2001年第1期)。
该说明参见《光明日报增刊·历史教学》(第一号)1951年2月

17日。



的教学计划是参考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课程的精

神结合中国的实际而修订的。把历史系的课程分成

理论的修养(如马列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工具

的训练(如俄文、历史文选)、基础课程(如中国通史、

中国近代史、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亚洲史)、辅助

课程(如原始社会史及人类学通论、考古学通论、国

际关系史)一共四大类(体育除外),称为基本训练,

一律必修”。高校历史系计划设置七门专业课程:

“(一)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前)、(二)中国近代史

(鸦片战争以后至五四运动)、(三)中国境内汉族以

外诸少数民族史、(四)苏联及东欧诸人民民主国家

史、(五)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史、(六)亚洲史、

(七)国际关系史”①。到了1955年,一些高校新编

了历史学专业课程的讲义,“例如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的中国通史讲义;山东大学中

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及商业史、中国农民战争

史讲义;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史、中国经济史等讲

义;中山大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历史讲义等,都经

过推荐,互相交流,其中一些且已出版”②。

尽管如此,鉴于历史教材的特殊属性,1953年8

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

“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为指导全国历史教学

研究的专门学术领导机构”,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

为了解决中国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编写问题”③。

自此,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编写问题得到了自上而

下的重视。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的转向,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其在历史教学层

面的意义不亚于历史研究层面,在一定程度上,甚至

大于历史研究层面。历史教学涉及为数众多的历史

教师和学习历史的各方面群体,他们讲授或接受的

历史观、他们对历史问题的基本认识,是决定着该时

期史学话语整体走向不可忽视的基本因素。另一方

面,历史教学中的课程建设,与新中国历史学的中国

近代史、世界史、考古学等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也

有直接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呈现,反

映在各级学校的历史教学课堂上、历史教科书中;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有机结合,

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在各个方面的广泛

普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教学和教材方面的变化

情况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四、学习苏联史学与

掌握史学自主话语权

  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边缘位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学术语境中一直与唯物史观之

外的其他历史观作斗争,也努力地与非马克思主义

史学争夺学术话语权。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

史学由边缘走向中心,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史学主

流,确立主流学术话语权已不是问题,怎样行使学术

话语权、掌握学术自主话语权才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和中国史学会及各地史学分

会、组建近代史研究所等历史研究机构、重启中国古

史分期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设立中国历史

问题研究委员会、院系调整中整合历史学院系资源

与重置历史专业课程、重视历史教学并编写历史教

材、创办历史专业期刊和报纸增刊等举措,加之

1954年历史学权威杂志《历史研究》创刊,范文澜等

史家修订再版他们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马克思主

义史学研究著作,邀聘陈寅恪、顾颉刚等民国著名史

家入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措施,都进一步确

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话语权。

值得重视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在向

苏联史学界学习、与以苏联为首的其他社会主义阵

营国家学术界的交流过程中,掌握学术自主话语权

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国内

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史学界同样以苏联史学为

楷模。1953年《光明日报》“史学”版《发刊词》称:

“学习苏联的先进历史科学,这也是中国史学工作者

的迫切要求。苏联历史科学的成就,不论在教学方

面或研究方面都可以给我们指出道路。因此,介绍

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介绍苏联历史科学的工作及

其成就应该是‘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④在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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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方回(向达):《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光明

日报》1953年10月3日。
吕振羽:《六年来的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载《吕振羽全集》第8
卷,第415页。
储著武:《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原因考》,《历史教学问

题》2023年第6期。
《发刊词》,《光明日报·史学》(创刊号)1953年4月4日。



年9月1日举办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指出:“苏联三十年来关于历史科

学的经验和一些重要的结论,对我们是需要的。熟悉

那些经验,知道那些观点是正确的,那些是被批判的,

可以使我们少走些弯路。特别是注意斯大林关于苏

联历史中俄罗斯历史的意见和结论。苏联现在的一

些历史著作和教科书也应该熟悉一下。”①实际上,中

国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史学交流在

此前后一直进行着。1950年春,苏联著名考古学家

吉谢列夫来华讲学,“在二个月内作了23次讲演,听

众约22,500人。他那次的讲演集曾译成中文于

1950年出版(1953年重印时改书名为‘苏联的历史

科学和历史教学’),对于我国这十年来的考古学的

发展,起了一定影响”②。3月10日,吉谢列夫在辅

仁大学讲苏联的历史科学,“谓苏联与中<央>亚细亚

民族均未经过奴隶社会,而蒙古则未经过资本主义

阶段”,范文澜主持这次会议③。1951年2月13日,

考古研究所举行捷克文化代表团招待会,范文澜、郑

振铎、罗常培等出席,“座谈‘中国奴隶社会的起迄’

问题”④。1952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与来访的苏

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苏联史家叶菲莫夫座谈。

座谈会由范文澜主持,翦伯赞、尹达、郑振铎、陈垣、刘

大年等四十余人参加,“叶菲莫夫在会上就苏联历史

研究工作的一般情况、苏联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和东

方历史的研究情况、苏联科学工作者怎样进行集体研

究、今后中苏两国历史学者如何加强联系等问题作了

系统发言”⑤。12月3日,叶菲莫夫参加由中国人民

大学和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中国人民

大学校长吴玉章、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参加了

座谈会⑥。1953年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在北京市

的三所中学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实习活动的历史课

观摩教学和讲评会,“作了极有指导意义的发言”⑦。

1953年2月刘大年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前往苏联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作题为《中国历史科学现状》学术报告。1955年10

月,吕振羽率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参加东

方学讨论会,代表团成员有刘大年、季羡林等,吕振

羽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作题为《六年来的新中国的历

史科学》报告。在此期间,中国方面还派遣了数批留

学生赴苏学习历史学。

中苏史学界交往频繁,但是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

在的分歧也随之出现。譬如,“全国解放不久,苏联要

介绍、翻译些中国历史著作。(范文澜———引者注)

《中国近代史》自然最有资格入选。但主持翻译的苏

联历史家打开一看,书上不但大书特书英法美日等国

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也振笔直书俄国对中国的疯狂侵

略,大吃一惊。照他们的奇怪逻辑,揭露沙俄就等于

反对苏联。反对苏联,当然就是亲美派了。于是,不

由分说,断定‘《中国近代史》是亲美派写的’”,“后来

实在由于抓不到范文澜是‘亲美派’的证据,《中国近

代史》出版了俄译本,但上面那些沙俄凶恶侵略中国

的重要段落被任意抹掉了”⑧。此事应该会给中国史

家留下较深的负面印象。还有一些材料也显示了同

样问题。如吉谢列夫在中国学界交流中常提及奴隶

社会问题,中国史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之并不

一致。吴泽在给吕振羽的信中写道:“最近关于中国

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有些乱了,苏联吉谢列夫来沪,发

表其殷周秦汉的‘长期’奴隶社会论后,更乱了。我

至今还是坚持吾师殷代奴隶社会的主张。”⑨1954

年苏联科学家B.A.柯夫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顾问,认为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太多

了,该合并”。对此,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在

一次党组会上说,苏联只有几百年历史,而我们有几

千年历史,怎么不可以有三个历史研究所!”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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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载《刘大年全集》
十一《书信》(下),第44页注释①。
《C.B.吉谢列夫通讯院士再度来华》,《考古》1959年第12期。
参见《竺可桢全集》第1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

48页。
《中国科学院举行盛会 招待捷克文化代表团》,《人民日报》1951
年2月16日。
《中国科学院邀请叶菲莫夫座谈》,《光明日报》1952年11月10日。
同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访谈,题为《历史科学须为人民服

务———访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名历史学家叶菲莫夫》。
《吉洪诺夫、查哈罗夫和叶菲莫夫分别参加中苏文化交流等座

谈会》,《光明日报》1952年12月4日。
鲁民:《普希金教授对中学历史教学的意见》,《人民教育》1953
年第8期。
刘大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载《范文澜历史论文选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吴泽:《吴泽致吕振羽(四通)》(二),1950年5月15日,载《吴泽

先生纪念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382~383页。
参见樊洪业、王德禄、尉红宁《许良英先生访谈录》,《院史资料

与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1992
年第6期。



年4月8日新史学研究会举办座谈会,“范主席报告

苏联百科全书拟出‘中国历史概要’,拟具提纲,请中

宣部找人编写。经讨论结果,一致认为原提纲以秦

汉为奴隶社会,晋起为封建社会,不能同意。拟由会

中推人修改提纲,再与苏联方面商量”①。苏联百科

全书方面拟出的“中国历史概要”,因在古史分期问

题上以秦汉为奴隶社会,晋以后为封建社会的观点

而不能为中国史家所接受,中方决定重写,“当时由

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

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

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②。“1953年,《中国

历史概要》基本定稿,知会苏方,并寄去书稿样本。

后苏方回应,谓不拟用中方书稿,他们准备用苏方原

拟提纲,由苏联学者自己编写。中方收回书稿,决定

由中国自己出版”③。此事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较

大影响④。

苏方对沙俄侵吞中国领土等史实的刻意掩饰、

对中国史家学术观点与学术成果的无视及不尊重、

中苏学者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的分歧、苏联专家

对中方正常学术工作的干预等情况都会使中国史家

心生嫌隙。以上所举数例,都还是在私下、局部情况

下出现的。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发表《试论

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公开对叶菲莫

夫的“中国民族”“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

成”观点提出不同意见⑤,引发并导致汉民族形成问

题争论,则是中国权威史家公开质疑苏联学者观点

的开始⑥。联系到50年代初范文澜在《关于中国历

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所说的“中国通史则需要中

国史学工作者自己努力”⑦,以及1955年他在写给

友人的信中说的“我从前对苏联史学工作者过高地

看待了”⑧,大概在此期间,范文澜等人已经开始切

实感受到中国史学要掌握自主话语权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中国

史学界全面学习和引进苏联世界史学科的教研体

系,但在一些问题上中国史家也有自己的主张。在

苏联的世界史学科设置中,并无“亚洲史”,只有“东

方学”。“一九五四年,在一次讨论高教课程会上,曾

发生亚洲史的地位问题。苏联专家坚持要把亚洲诸

国史放在世界史里讲,有些教授不以为然,坚持要分

出来”。周谷城在会上说:“就科学的体系讲,亚洲诸

国史是世界史的部分,当然要放在世界史里;但就处

理的方便讲,分出来又何尝不可。”⑨诚如论者所言:

“中国学者借鉴苏联的东方学来发展自己,同时又将

译介自苏联的古代东方史著述归纳到亚洲史的分类

里。‘东方学’和‘亚洲史’在该时期中国的世界史教

学中的关系耐人寻味。”在中国学者的认知中,只

有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埃及等,并无“古代东

方”这个历史范畴,所谓“古代东方”显然是欧洲中心

论的视角。中国作为亚洲大国,中国史家更倾向于

认同“亚洲史”的学科概念,联系到当时亚太地区反

帝阵营的现实需求,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更“重视

亚洲各国人民的历史,因此使学生具有亚洲各国近

代史和现代史的基本知识是十分重要的”。“亚洲

史”学科概念经中国史家的强调与使用,渐为外国学

界所接受,“我国历史学家都采用亚洲史一名,范围

较为清楚,而且切合实际。西方学者向用东方史一

64  天津社会科学 2024年第5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柴念东整理:《柴德赓日记(一)》(未刊稿),第366页。一说为

“1951年初夏,苏联科学院因编写十卷本《世界通史》而派人来

北京,提议其中中国史部分由中国史学家自己编写。来人还带

来一份编写提纲,要求中国史学家按照此提纲撰写”(张传玺:
《胡华与<中国历史概要>》,《百年潮》2011年第9期)。
黎澍:《毛泽东与“百家争鸣”》,载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

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张传玺:《胡华与<中国历史概要>》,《百年潮》2011年第9期。
此事不仅在学界高层产生影响,一些学者私下也有议论。如有

学者说:“史学会所编之苏联百科全书《中国史》部分,近由苏联

科学院退回,以其主张西周为封建社会,非奴隶社会,故也! 初

郭沫若谓西周为奴隶社会,范文澜为文痛驳之,意在拥护毛主

席旧说,范遂命翦某(伯赞)编书,以应苏联百科全书之需。翦

又以命各大学中之任教历史者。不意苏联科学院偏有此挑剔

也,虽然为郭张目,以后郭、范之争,自不可免。”(邓之诚遗作:
《五石斋文史札记》三十七,邓瑞整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
年第4期)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

究》1954年第3期。叶菲莫夫文见《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

1954年4月。
参见张越《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学》

2020年第7期。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

编绪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1954年

7月。
参见蔡美彪《范文澜治学录》附“范文澜手柬”(1955年),载《学
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0页。
周谷城:《史学上的全局观念》,《学术月刊》1959年第12期。
黄雯鏸:《1949—1966年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硕士学位

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24年,第37页。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说明》,1954年4
月。该文件保存于北京师范大学档案室,档案号:1954-28.



词,作为东方学的一部门来研究,现在亦渐采用亚洲

史之名了”①。1960年,苏联科学院的东方学研究

所更名为“亚洲民族研究所”②。中国世界史学科的

建设情况和世界史学者在“亚洲史”学科上的坚持,

同样折射出中国史学的自主话语权意识③。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后,与共产国际等外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中国史研究观点多有分

歧,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

不时对外国学者的观点发表批评意见,但主要是局

限于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畴内的争议。新中

国成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中国史学主流

位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等同于中国史学,新

中国时期居主流位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民国时期

处于边缘位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场、视角、关注

点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对诸如中国古史分期、中国

古代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

史、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站在中国史学

立场上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呈现的历史叙

事,其史学自主话语权的意义不仅与以往不尽相同,

而且显得尤其重要。如上所述,新中国初期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自主话语权意识在总体上看还是模糊

的、初步的、被动的,但这却是中国史学必须面对的

问题,中国史家表现出的坚守、独立、变通、盲从、无

视等不同的应对态度,在今天都值得回顾和反思。

余 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学,是有着数千年悠久历

史的传统史学自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昌言建立“新

史学”而向近代史学转型后,步入的又一个新的史学

时代的开端。与民国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和西方史

学的深刻影响而崇尚“科学”的历史学、实证史学不同

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

心理论指导,“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

论完全适用于中国”,论证“中国历史正是按照从原始

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

律进行的”,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它在鸦片

战争以后开始走向崩溃的历史作了研究,肯定中国是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④,从而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密切相连,形成了与民国时期实证史学主流话语

完全不同的新的史学话语体系。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助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从边缘走向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不仅需

要在学术层面努力实现自身的更新升级,而且面临

着如何以其史学主导地位的权势话语,影响更多史

家了解、认识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问题。解

决这个问题的首要工作,是使史学工作者在思想观

念上有所改变。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史学转向

是伴随着“思想改造”同时进行的。

20世纪50年代相继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与

武训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胡适思想的

批判等政治运动,“解放以来,历史科学工作者也在

那里自发自觉地批判过去的思想努力改造自己”⑤。

这些政治运动,“在史学工作者中正如在一般的知识

分子中一样,起了很深刻的影响”,但是也造成了一

定的负面效应。“例如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配合当

前的政治任务。还表现为以公式主义对待历史,以

生吞活剥的方法来搬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等

等”⑥。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和那些正在学习使用

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显得顾虑重

重、欲言又止。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话

语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些问题的影响。此

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这种状况,对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笔者对此拟将另文探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号:

23&ZD24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张 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

授)

责任编辑:王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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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杰勤:《亚洲各国史》绪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
页。
李佩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概况》,《民族译丛》1979年

第2期。
参见黄雯鏸《1949—1966年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第35~
40页。
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科学通报》1953年第7期。
方回(向达):《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光明

日报》1953年10月3日。
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科学通报》1953年第7期。



TheHistoricalSignificanceofEthicsandMoralityinCivilization

FanHao

Abstract:Whatexactlyisthecivilizational-historicalsignificanceofethicsforthehumanworld?Inviewof
theseverechallangesfacedbymoderncivilization,howdoesethicsfulfillitsculturalmission? Naturallaw
andethicallawarethetwobasiclawsofthehumanworld.Ethicsisthe“philosopher’sstone”bywhich
mankindmovesfromthelawofnaturetothelawofethicsandfinallytothelawoffreedom.Inthetransi-
tionfromprimitivesocietytocivilizedsociety,ethicsandmoralityhavebeeninvolvedinthefoundationand
editingofthegenesofcivilizationinbothChineseandWesternnations.ThedeathofSocratesandthedeath
ofKingZhouofShanghaveinterpretedtheethicalandmoralcodesofbothChineseandWesternciviliza-
tions.ThetwomajorcivilizationalstylesoftheChinesenation,namely,the“national”civilizationandthe
“ethics,notreligion”,arerootedinaspecialethicaltradition,andhavebeenconsciouslytheoreticallycon-
structedandhistoricallydevelopedintheethicalsystem.TheuniquecontributionofChineseethicstohu-
mancivilizationisnotonlytraditionalvirtues,butalsoaspecialoutlookoncivilizationandtheworld,name-
ly,anethicaloutlookoncivilizationandanethicaloutlookontheworld.Theethicalawakeningofmodern
civilizationhasonceagainreachedthemomentof“thefinalawakeningofthefinalawakening”of“thehu-
manraceforalltime”.Modernethicsisatheoreticalsystemabouttheethicalconsciousnessofhumanbe-
ings,whichcarriestheimportantcivilizedmissionofawakeningtheethicalconsciousnessofhumanbeings
andcarryingoutthegrandandloftyethicalplanningofhumancivilization.ModernChineseethicsshould
makenewtheoreticalandpracticalcontributionstotheconstructionofthemoderncivilizationoftheChi-
nesenationandthenewformofhumancivilization.

DiscourseConstructionofMarxistHistoriographyintheEarlyYearsofthePeople’sRe-
publicofChina

ZhangYue

Abstract:TheseriesofinitiativesthatChineseMarxisthistoriographydominatedintheearlyyearsofthe
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createdtheconditionsfortheconstructionofthediscourseof
ChineseMarxisthistoriography.ThediscussionofmajorhistoricaltheoreticalissuesinMarxisthistoriogra-
phycenteredontheperiodizationofancientChinesehistory,showedthedeepexplorationofacademic“Chi-
nesecharacterization”atthetheoreticallevelandtheintensivecharacteristicofresearchattheacademic
level,andpresentedanewlookofthediscourseofChineseMarxisthistoriography.Theintegrationofhis-
toryresearchandteachinginMarxisthistoriographyhasgreatlycontributedtothewidespreadpopulariza-
tionofMarxisthistoriographydiscourseinvariousaspects.Thevariousproblemsthataroseintheprocess
ofstudyingSoviethistoriographyhavemadeChinesehistoriansreallyfeeltheimportanceofgraspingthe
autonomousdiscoursepowerofhistoriography.

“Luoyang”intheHistoryofChineseAesthetics

LiuChengji

Abstract:Chineseaestheticsistheproductofthetraditionalagriculturecivilization,whereascityconstitutes
itsdominantaestheticperspective.ThisisparticularlyobviousinthehistoryoftheChineseroyalcapital,
fromwhichthetraditionalChineseviewoftheworldradiated.ThecityLuoyangisofgreatsignificancein
theformationofthisconcept.ThiscityistheturningpointoftraditionalChineseroyalcapital,fromfree
developmenttoconsciousconstruction,anditssymbolis“theConstructionofLuoyangbytheDukeZhou”.
ThisstartingpointmakesitamodelofChinesetraditionalceremonialcity,andthereplicationsof“theOld
RegimeofLuoyang”constitutethemaincluetounderstandthehistoryofChineseroyalcapital.I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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